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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提高政府对民

众诉求的回应性是改 善 社 会 治

理的重 要 途 径。本 研 究 基 于 从

华龙网重庆网络问政 平 台 爬 取

的8928条公民诉求帖数据,分

析地方政府与市民在网络空间进

行政治互动的一般特征,并考察

网民问政策略与政府回应性的关

联。研究发现,重庆市政府对公

民网络问政帖的 回 应 率 总 体 较

高,尤其是基层区县政府对网民

诉求响应积极,且政府对民众不

同议题的诉求回应并不呈现显著

的选择性。网民的问政策略构成

政府回应性的重要影响因素,那

些诉求明确、关注度高、涉及多重

议题,以及影响到民众集体利益

的诉求帖更容易得到政府的有效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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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政府回应性,即政府积极关注公众利益,处理公共事务,尤其是解

决公共问题的意愿与能力,正逐渐成为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的研究重

点(BesleyandBurgess,2001;Selden,1998)。不少文献致力于探讨政

府回应性的影响因素,试图总结在何种制度背景下,具有哪些特征的政

府,其制定的公共政策更符合民众诉求(Cleary,2007;Speer,2012)。

尽管这些文献的研究场域不同,具体的实证发现也各有差别,但它们之

中的绝大部分立足于同一个理论出发点:选举制度下的连任压力构成

政府回 应 性 的 最 根 本 来 源(Dahl,1971;HoboltandKlemmensen,

2008)。从这一观点出发,许多研究将选举竞争看作实现良好公共治理

的不二之途(BeerandMitchell,2004;Diamond,1999;Powell,2000;

PrzeworskiandLimongi,1993)。

虽然这一观点由来已久,但最近的社会科学实证发现却对其提出

了重要挑战。首先,研究发现许多与选举竞争无关的民众政治表达也

能得到有效的政府回应。在很多情况下,当官员连任与否并不受民众

舆论影 响 时,他 们 仍 然 选 择 保 持 其 决 策 与 公 共 偏 好 的 高 度 一 致

(Cleary,2007;Hirschman,1970;Putnam,1993;KuklinskiandStan-

ga,1979;Verbaetal.,1995)。其次,也有很多学者指出在选举制度

下,政府也只是选择性地回应民众诉求(GrimesandEsaiasson,2014)。

诸多实证证据表明,相比于社会弱势群体,那些掌握经济、政治与社会

网络资源的强势群体更多地左右着公共决策。民众选举出的政府对强

势群体的偏好更具回应性,而弱势群体的诉求则更可能被选择性地忽

视(AdamsandEzrow,2009;Bartels,2008;Bernaueretal.,2015;

Broockman,2013;Flavin,2012;Gilens,2005,2012;Jacobsand

Page,2005;Rossetetal.,2013)。第三,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注意到,

转型国家的政府也可能具有高度的民意回应性(Chenetal.,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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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elhorstand Hou,2017;Gorokhovskaia,2017;Heurlin,2016;

MaleskyandSchuler,2010;Manion,2008;SuandMeng,2016)。这

些新的研究发现启示学者与政策制定者关注政府回应性的其他来源。

现有关于政府回应性之决定因素的研究大多关注供给侧,即比较

着重探究政府官员的行为差异及其背后的动机结构。除了选举竞争压

力的作用之外,学者还发现政府官员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上级监督

及其晋升机会的影响(AlesinaandTabellini,2008;Faguet,2014)。在

中国情境下,有研究发现政府部门对于涉及社会稳定的事件回应性较

强(Chenetal.,2016;Kingetal.,2013)。既有文献的另一个视角是

从政府执政能力出发来考察回应性问题,认为政府搜集信息、了解民众

需求的能力更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回应性水平(DistelhorstandHou,

2017;Thornton,2011)。例如最近文献中的实证证据表明,由于国家

能力的巨大差异,中国政府在政策制定时对民意的回应程度远高于肯

尼亚政府(HassidamdBrass,2014)。也有一部分研究关注政府回应

性的特定制度基础,尤其是在中国情境下,不少学者发现党长期坚持的

群众路 线 能 行 之 有 效 地 提 高 政 府 回 应 性(Dickson,2016;Tang,

2016)。作为贯彻群众路线的制度保证(黄宗良,2013),中国的人民代

表大会等基层民主制度,以及政治协商制度都被证明能够很好地反映

公民意见,参与政策决策(Cho,2002;Manion,2008;Obrien,1990)。

此外,中国的信访制度也构成公民表达诉求、获取回应的有效渠道

(Chen,2012;Luehrmann,2003)。

虽然上述研究从不同视角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关于政府回应性的认

识,但其面临的一个共同缺陷是对需求侧的关注不足,较为忽略民众表

达诉求的能力和渠道差别。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各类新媒体的涌

现为公民提供了政治表达和参与的多元空间,从而使得公民诉求更为

主动且具有许多新兴的特征(Chadwick,2006)。在这一背景下,对政

府回应性需求侧的忽视将可能导致更多的理论误解与实证错误。作为

对网络时代民意表达策略的初步探索,本文基于从华龙网重庆网络问

政平台爬取的市民诉求帖数据,对公民网络问政的一般特征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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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析,主要关注向谁问政,问政于什么议题,以及如何问政这三大问

题。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通过多变量回归分析的方法,探讨政府回

应性的决定因素,尤其是考察较易获得政府回应的网络问政策略。我

们希望本研究能从需求侧加深学术界关于政府回应性的理论认识,并

为信息时代的公共决策过程优化提供建议。

二、网络时代的民意表达与政府回应性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互联网技术持续发展,网民规模不断扩大。根

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

模达8.5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61%。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的互联网

发展深刻影响着政府服务,约60%的中国网民已经成为政府在线政务

服务的用户。这说明中国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政治互动具有强烈的网络

时代特征。

既有文献非常深刻地探讨了互联网对于公民政治生活的影响。学

者的一个共识是,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为公民的政治表达和参与提供

了新的平台,网络空间的政治生活在现实社会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民在网络上体现的政治态度,进行的政治交流及其与政府的互动,在

越来越深刻地塑造着其对官员的信任,对政府治理能力的评价,甚至选

举结果(Cornfield,2004;Wolf,2004)。一方面,许多学者呼吁重视线

上与线下政治参与在代表性上的差别,尤其是强调网络上的公民权利

的排他性。这些学者认为,互联网的经济与技术门槛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期内仍然是阻碍部分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壁垒,政策制定者应

该关注互联网普及所带来的新的政治参与不平等问题(BestandKrue-

ger,2005;Krueger,2002;Mossbergeretal.,2008);而另一方面,大

量文献着力探讨互联网的“赋权”效应,认为网络能降低民众获得信息,

寻求认同,甚至进行政治参与动员的成本,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增强公民

政治表达的广度与深度,提高政治生活的活力(ZhangandFle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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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Zheng,2007)。在中国情境下,不少研究发现互联网不仅改变了

公民参与政治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很好地使用互联网作为

一种新兴的工具来有意识地搜集公民意见以提供决策参考(Thornton,

2011),甚至进行社会动员以加强社会支持并维持社会稳定(Kinget

al.,2013;Zheng,2007)。

聚焦于政府回应性问题,由于网络时代公民与政府互动所具有的

新特征,相关理论研究当然面临挑战。但从实证分析策略的角度,公民

在互联网上的意见表达,以及政府对这些民意的回应,又给学者带来了

相当多的研究机遇。具体来说,研究公民网络问政及其获得的政府回

应,能够有效地帮助解决回应性研究之前面临的测量偏误问题。既有

文献往往以公共政策与公民意见的一致程度来作为政府回应性的实证

测量。但是,如何调查以及总结公民的群体性意见,以及怎样精确地捕

捉公共政策的观点偏向,常常引起不同研究者之间的激烈争论,从而阻

碍学者就相关实证证据达成共识。但当我们以公民网络问政为研究对

象时,公民的诉求及政府的回应在互联网上都有迹可循,这给数据的搜

集带来极大的便利。并且,相比较于测量公共政策与群体意见之间的

距离,了解公民网络问政是否得到回应要直观得多,其测量不仅更加容

易,而且还相对更可靠。

出于上述原因,在最近几年的政治科学与公共管理文献中,涌现了

一批基于网络问政数据来考察政府回应性的实证研究。本文的分析直

接回应这一新兴的文献,试图对互联网时代民众与政府的政治互动进

行初步探索。尽管从问政主体角度出发的研究还比较缺乏,但既有文

献也提供了较多亟待验证的重要发现。例如,有学者发现集体行动的

威胁以及对上 级 政 府 的 申 诉 是 比 较 有 效 的 问 政 途 径(Chenetal.,

2016);又如,较近的研究指出问政者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受到网

络平台特征的影响。具体来说,平台的制度化可以提升民众在与政

府进行有关政策互动时的平等地位,但制度化却不能解决选择性回

应的问题(张华等,2013)。只有比较少的研究开始关注问政者的诉

求表达方式的影响(孟天广和李锋,2015),但这将是本文的一个研究

57



■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第二十七辑

重点。

与之前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实证分析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出于因

果推断的需要,已有的部分文献使用了田野实验的方法,通过模拟网民

随机提交“假诉求”来考察政府回应性的决定因素(Chenetal.,2016;

DistelhorstandHou,2017)。基于这类研究所获得的结论虽然因其实

验设计而更具因果逻辑性,但其外部有效性往往有限,且不利于我们理

解中国公民网络问政的事实全貌。与此对比,本文的实证分析对象是

公民网络问政的真实诉求与政府回应。第二,在不同的互联网平台载

体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政治互动可能呈现不同的模式。本研究关注

的网络问政平台与既有文献有所差别,我们一方面选择地方性平台,另

一方面选择网络留言板而非新媒体平台。

三、研 究 数 据

本文旨在研究公民网络问政的策略及其与政府回应性之间的关

系。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政治互动提供了非常

多样化的平台———政府部门的门户网站、地方领导人的电子信箱,以及

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都成了公民表达政治态度,提出政治诉求的重要

渠道,这也为互联网时代的公民政治参与和政府回应性研究提供了丰

富的素材。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来有关网络空间的政治互动文献中,

学者主要关注全国性的网络问政数据库,而较为忽略对地方性网络问

政平台的研究。既有文献有的关注人民网上的地方领导留言板(孟天

广和李锋,2015;SuandMeng,2016),有的考察市县级领导电子信箱

(DistelhorstandHou,2017),其对政府回应性的研究大多依赖于全国

性数据(Chenetal.,2016),而学术界关于地方性网络问政制度的理解

却还未及实证层面。

这样的研究取向兼有利弊。一方面,全国性数据规模大、覆盖广,

有助于真实描述中国网络问政及政府回应的全貌,且能提供地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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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重要的信息。例如,Distelhorst与 Hou(2017)就指出,经济现代化

程度与地方社会冲突的强度是决定政府回应性的重要指标。又如,

Meng,Pan与 Yang(2015)发现国家与社会关系深刻形塑着政府回应

的选择性策略。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国家各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程

度及政府治理能力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全国性数据往往不能

很好地区分社会情境性因素与个体问政策略对回应性的影响。简言

之,地区层次的异质性可能会给基于全国数据的模型设定及诠释带来

挑战。出于对既有文献的补充,我们的研究选取华龙网重庆网络问政

平台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重庆网络问政平台由重庆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市委宣传部

等多个政府部门共同主办,华龙网承办,涵盖了华龙网原有的“有问@

市长在线”“阳光重庆”等问政栏目。通过这个网络问政平台,网友可向

有关部门进行政策咨询、投诉举报,以及反映所有需要政府部门协助办

理的问题。作为一个典型的地方性政治互动平台,重庆网络问政平台

提供的数据具有以下优势。一是该平台在重庆拥有较广泛的关注度,

因而公民诉求案例体量大,议题丰富;二是该平台清晰地将政府对公民

诉求的处理进度分为已受理、已转交、已回复和已解决四个节点,从而

有助于我们更精确地测量政府回应性;第三,该平台的案例呈现方式既

有利于我们进行数据抓取,又很好地保存了问政对象、问政时间、诉求

议题等丰富信息。

在2019年4月底,我们通过网页抓取技术搜集了2018年8月

1日至2019年3月31日之间重庆网络问政平台上的所有诉求帖及其

政府回应信息。我们选择抓取这8个月的数据,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

一是考虑到公民发帖与政府回应之间的自然时间差,我们将2019年

4月的诉求帖排除出研究范围,以避免出现政府部门因工作量大而尚

未来得及处理问政帖的情况;二是为了避免样本量过大而使得常规使

用的统计显著性水平失去参考意义,我们仅仅回溯数据至2018年3

月,从而将样本量控制在10000以内(Linetal.,2013)。我们的最终

分析样本包含在这8个月之内网民发起的8928条有效问政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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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描 述 性 统 计

在探讨政府回应策略的决定因素之前,我们先对重庆网络问政平

台上的诉求帖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反映地方网络政治互动的一些

一般性特征。我们试图从实证层面回答以下三个基本问题:重庆公民

网络问政的主要对象是谁? 公民的诉求集中在哪些议题? 以及,公民

网络问政的主要方式和策略如何?

(一)网络问政对象

重庆网络问政平台的“问政面对面”栏目详细列举了公民可以向之

咨询、投诉和建议的问政对象,包括36个部委办局与40位区县领

导①。表1显示,在本文研究所覆盖的8个月内,网民向重庆市各部委

办局提出诉求1254条,占诉求帖总数的大约14%,而向各区县政府发

帖提出诉求达7674条,约占86%。公民网络问政主要诉诸区县政府

而非部委办局,这可能是由于网民对于自身诉求所涉及的部委分局并

不总是十分明确,且许多诉求可能需要多个政府部门的协同处理,因而

直接向区县领导问政可能更为方便。近年来,我国许多城市的行政体

制改革着力于提高“一网通办”能力,强调政务服务的一体化,我们的分

析从侧面说明这一改革导向非常切合公民的实际诉求,应当能大大提

高政府的回应性与服务效率(陈广胜,2017)。

表1 重庆市民网络问政的对象

部委办局
(条)

百分比
(%)

主城九区
(条)

百分比
(%)

其他区县
(条)

百分比
(%)

总计
(条)

8月 178 14.44 466 37.79 589 47.77 1233

9月 152 14.10 418 38.78 508 47.12 1078

87

① 详细列表参见http://cqwz.cqnews.net/ask/obj,2019年8月22日最后一次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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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部委办局
(条)

百分比
(%)

主城九区
(条)

百分比
(%)

其他区县
(条)

百分比
(%)

总计
(条)

10月 137 14.50 363 38.41 445 47.09 945

11月 126 12.75 419 42.41 443 44.84 988

12月 184 16.53 462 41.51 467 41.96 1113

1月 189 15.27 540 43.62 509 41.11 1238

2月 136 14.61 341 36.63 454 48.97 931

3月 152 10.84 671 47.86 579 41.30 1402

总计 1254 14.05 3680 41.22 3994 44.74 8928

  注: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

在以区县政府为对象的问政帖中,向主城九区政府提出诉求的约

占48%(41.22/85.95),向郊区及下辖县政府提出诉求的则占52%。①考

虑到主城九区常住人口仅占重庆市总人口的28%②,表1的描述性统

计说明:在城市化率较高的地区,行政服务的复杂性也较强,公民可能

有更多的诉求需要及时得到政府回应。表1也显示,各级问政对象的

分布在我们样本所覆盖的8个月内没有呈现较大的波动。唯一值得注

意的是,2019年3月以市局机关为问政对象的诉求帖仅占11%,而

89%的问政帖都是针对各区县政府的,尤其是主城九区政府回应网民

诉求的压力比较大。这可能是由于城区市民在2月春节期间,由于返

乡或者外出旅游而积累了一些诉求与问题,从而在3月间集中发帖处

理的结果。

在总计1254条以市局机关为问政对象的公民发帖中,表2列举

了被问政次数最多的8个部委办局,它们分管着交通、社会保障、教育、

房产、治安、卫生、工商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重要社会生活领域。这些

97

①

②

重庆主城九区包括渝中区、江北区、南岸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大渡口区、北
碚区、渝北区和巴南区。

2018年重庆市常住人口为3102万人,其中主城九区常住人口为87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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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办局承担的问政服务占所有以市局机关为问政对象的诉求帖总数

的85%,其中尤其以市交通委员会及执法总队,以及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的回应性压力最大,它们分别承担了约44%和15%的问政任

务。在政务服务一体化的前提下,我们或许可以针对市民诉求众多、政

务回应压力较大的领域,单独开设更为方便的问政渠道,提高政府响应

能力。

表2 重庆市民网络问政对象中的部委办局分布

部委办局 发帖量(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市交通委员会与执法总队 555 43.61 43.61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93 15.39 59.00

市教育委员会 93 7.41 66.41

市国土房管局 59 4.70 71.11

市公安局 52 4.15 75.26

市建委 46 3.67 78.93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44 3.51 82.44

市工商局 38 3.03 85.47

其他 174 14.53 100

总计 1254

  对于总计7674条以区县政府为问政对象的公民发帖,重庆公民网络

问政的频次大致与所在区县的城市化率、人口总量及经济发展程度正

相关。除辖区面积较小的渝中区和大渡口区之外,重庆主城区政府的

公民问政响应压力要远远大于郊区和下辖县市,其网民在8个月内的

发帖数量都在300条以上。同时,在经济总量较大且人口众多的万州

区、合川区及江津区,以区政府为问政对象的发帖数量也较多,都在

250条以上。一个较为意外的发现是,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作为国

家级贫困县,其县政府在我们样本所覆盖的8个月内收到问政帖达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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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条,这提示我们公民网络诉求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呈现 U 型

关联———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由于城市行政服务的复杂性,较高的网

络覆盖率,以及公民较好的教育水平,市民网络问政的发生率可能比较

高;但同时,在经济特别欠发达的地区,由于社会冲突水平较高,且民众

行政服务需求更为急迫,因而政府的网络问政响应压力也会比较大。

之后的研究可以通过全国性数据来进一步检验经济发展水平与网民的

问政诉求之间的关系(DistelhorstandHou,2017)。

我们进一步考察酉阳县政府收到的217条问政帖,发现网民的问

政诉求集中于几个核心议题。一是民众对于国家各项扶贫资金的分配

情况有疑虑,网络问政往往是关于贫困户的认定,生活补助的发放等问

题(45条);二是由于经济发展滞后,酉阳县基础设施建设还较为薄弱,

民众关于城乡道路、用水、照明等公共服务提出了较多诉求(61条);三

是在酉阳县改善城乡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

及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及贫困社区的整体搬迁问题,因而群众的问政诉

求也随之增加(38条)。这三项议题总计引起民众问政发帖达144条,

约占总问政帖的66%。

(二)网络问政议题

参考孟天广和李锋(2015)关于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上公民网络

问政议题的分析,我们在表3中总结了重庆市民网络问政的主要议题

分布。在我们的样本中,有约28%的诉求帖(2542条)涉及多重议题。

例如,网民可能在反映环境污染问题时,提出某项改进市政建设以解决

污染问题的方案。为了使数据分析结果更符合现实状况,在数据处理

的过程中,不设定议题之间的排他性,即一条发帖可能属于多个议题。

表3显示,交通、市政建设、社会治安、教育和就业问题是网民问政的重

点,其8个月内发帖量都超过1000条,占比都达10%以上。网民对于

交通问题的关注度尤其高,8个月内问政帖达2697条,占总帖数的

30%以上。这与表2的发现相一致,都说明交通管理和执法部门回应

网民问政的巨大压力。

18



■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第二十七辑

表3 重庆市民网络问政的议题分布

交通 市政建设 社会治安 教育 就业 企业事务

发帖数
(条) 2697 1577 1541 1390 1284 846

百分比
(%)

30.21 17.66 17.26 15.57 14.38 9.48

拆迁征地 医疗卫生 环境保护 农村农业 贪污腐败 文化娱乐

发帖数
(条) 689 531 415 185 180 153

百分比
(%)

7.72 5.95 4.65 2.07 2.02 1.71

  表3展示的华龙网重庆网络问政平台上的公民诉求议题分布,与

之前的研究反映的全国性网络问政平台非常不同。例如孟天广和李锋

(2015)发现,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上最具公民关注度的议题是农

村农业、就业和贪污腐败。这说明,网民的诉求可能具有强烈的地方特

征,不同地区的民众因各地经济发展和行政服务的水平不同,关心的议

题也可能大相径庭。重庆网民的问政议题,主要集中于与市民生活息

息相关的公共服务,因而改善市政建设、方便交通出行,保障城市治安,

以及提高教育投入和均等化应当是政府工作的重点。而在全国性的网

络问政平台上,公民关心的议题则更具政治性,例如农村农业健康发展

与政府廉政建设等。可见,不同层级的政府响应民众需求的侧重点也

应当有所不同。

(三)网络问政策略

以往有关网络问政的研究大多关注政府部门响应诉求的选择性,

例如考察政府倾向于答复何种议题而回避哪些议题,或者研究哪些区

域的地方政府响应性更好,而忽视了网民问政的主动策略。然而事实

上不难想象,网民在问政平台发帖的过程中,可能也会考虑何时发帖较

为妥当,如何措辞更能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等策略问题。

图1描述了重庆市民网络问政的时间分布。左侧的时间趋势图显

示,10月是2018年下半年网民问政的低谷期,总发帖量不足100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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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随着农历年底的临近,市民网络问政数量逐步增加,在1月达到高

峰。春节期间市民网络问政的活跃度大大降低,然而在春节过后的

3月,网民可能集中性地提出由于春节假期而被搁置的诉求,平台发帖

量达到1400条以上。政府部门回应网民发帖的时间趋势也大致如

此。在各个月份,政府对问政帖的回应比率都比较均衡,平均约为

54%左右。横向对比其他关于政府回应性的研究,我们发现重庆地方

网络问政平台的响应率要略高于各地市长信箱(DistelhorstandHou,

2017),及人民网地方领导人留言板(SuandMeng,2016)。从国际比

较的眼光看,重庆网络问政平台的政府响应率,高于一些研究所提供的

美国国会及立法会对民意的响应比率(Broockman,2013;Butleret

al.,2012),也高于帕特南(Putnam,1993)报告的意大利地方官员的民

意响应率。与近来的许多文献发现一致,连任压力并不是政府回应性

的唯一可能来源。图1右侧的折线图则说明,无论是网民发帖还是政

府回应,都集中在工作日内完成,周末期间无论是发帖数量还是回复数

都大大减少。

  

图1 重庆市民网络问政与政府回应的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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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按关注议题总结了重庆网络问政平台上帖子的文本长度及获

取的点击量,横轴上的议题按网民关注度由高至低排列。图2显示,网

民对议题的关注度大致与发帖的文本长度呈负相关:对于交通、市政建

设、社会治安和教育这类发帖量特别高的议题,网民的帖子往往较为简

短就能说明问题;而关于就业、企业事务、拆迁征地、医疗卫生与环境保

护的帖子则相对较长。网民或许是需要较长的文本才能清晰地描述自

己的疑问和诉求,也可能会策略性地选择较长的文本来争取关注。有

关这九类议题的发帖,获取的点击量都相对平均。平均最长的问政帖

是关于农村农业与贪污腐败问题的,但相比较而言,作为问政平台访客

的网民对贪腐问题最感兴趣,这类帖子的点击率极高,平均近1800次

点击,而网民对农业农村问题的点击量则最低,平均约为900次。我们

简单地考察文本长度与点击量之间的关系,发现当帖子长度每增加

1个字时,点击量会上升0.36次。可见网民的问政策略会起到一定的

作用,对诉求描述更相信的问政帖会增加访客网民对事件的关注,从而

可能影响政府的回应性。

图2 重庆市民网络问政的文本长度及被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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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进一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重庆网民的问政策略———问政帖是

聚焦于单一议题,还是同时涉及多个议题;以及网民在提出诉求时,

是代表某个集体的利益,还是仅仅代表个人。同样,我们将横轴上的

议题按网民的发帖总量从高到低排列。图3显示,有关市政建设、交

通、拆迁征地及企业事务的发帖往往在议题上比较集中,其超过一半

的帖子都只涉及单一议题。而关于就业、医疗、农村农业和贪污腐败

的发帖则会更多地牵涉其他议题,其中约60%以上的帖子会涉及多

重议题。网民在问政有关交通、市政、环境和文化娱乐问题时,超过

80%的帖子会在文本中强调这些问题关于许多的集体利益。在就治

安、教育、农村农业和贪腐问题发帖时,也有超过一半的帖子会站在

维护集体利益的立场上。网民关于其他议题的问政则显得比较个体

化,超过一半的帖子基本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来描述行政服务的问题及

公民诉求。

图3 重庆市民网络问政的主要议题及表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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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 证 结 果

本节基于多变量回归的方法考察8928条问政帖获得政府回应

的情况。我们的因变量是一个虚拟变量,以1来表示网民的发帖获得

了政府回应,而0代表在至少一个月并未获得政府回应。①华龙网重

庆网络问政平台将帖子标记为已受理、已转交、已回复和已解决四种

状态,其中,已受理和已转交表示问政帖已被交由相关部门等待处

理,而已回复与已解决才表示网民的疑问得到了解答,诉求得到了处

理。因而,我们将已受理和已转交状态标记为暂未得到回应,而将已

回复和已解决状态定义为得到政府回应。我们的多变量分析通过

累加模型的方式,分别探讨问政对象、问政议题及问政策略对获得

政府回应的不同影响。采用逻辑斯蒂模型,我们的实证分析结果如

表4所示。

表4 预测政府回应性的逻辑斯蒂模型

因变量:政府回应性(是=1)

(1) (2) (3) (4)

对象(部委办局)

主城九区
2.222*** 2.219*** 2.242*** 2.237***

(0.077) (0.079) (0.079) (0.079)

其他区县
1.097*** 1.102*** 1.137*** 1.142***

(0.075) (0.077) (0.077) (0.077)

68

① 一个月的时间选择可能是比较武断的,政府部门当然可能在一个月之后对问政

帖给出回应。但是,一方面我们在爬取数据之时截掉了近一个月的问政帖;另一方面,我
们的数据显示,在4818条得到回应的问政帖中,有约98%的帖子都是在一个月之内得

到了回复。这说明等待超过一个月而得到政府回应是非常小概率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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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政府回应性(是=1)

(1) (2) (3) (4)

议题(交通)

市政建设
0.114 0.104 0.042
(0.088) (0.088) (0.090)

社会治安
-0.093 -0.075 -0.118
(0.093) (0.093) (0.095)

教育
0.193** 0.196** 0.138
(0.092) (0.092) (0.096)

就业
-0.281*** -0.236** -0.299***

(0.091) (0.092) (0.099)

企业事务
-0.414*** -0.384*** -0.418***

(0.097) (0.098) (0.101)

拆迁征地
-0.027 0.010 -0.039
(0.106) (0.106) (0.111)

医疗卫生
-0.016 0.030 -0.052
(0.116) (0.117) (0.123)

环境保护
-0.035 -0.014 -0.127
(0.124) (0.124) (0.128)

农村农业
0.245 0.323 0.230
(0.173) (0.189) (0.179)

贪污腐败
-0.405** -0.343** -0.434**

(0.168) (0.172) (0.176)

文化娱乐
0.147 0.212 0.090
(0.187) (0.189) (0.192)

其他议题
-0.294*** -0.297*** -0.271***

(0.093) (0.093) (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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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政府回应性(是=1)

(1) (2) (3) (4)

文本长度(百字) -0.029*** -0.036***

(0.008) (0.009)

被关注度(百次) 0.009*** 0.009***

(0.002) (0.002)

单一议题
-0.214***

(0.058)

集体利益
0.115**

(0.051)

样本量 8928 8928 8928 8928

  ***p<0.01,**p<0.05,*p<0.1

模型(1)单独考察不同问政对象的回应性差别。结果显示,相比于

部委办局,区县政府对网络问政帖的回应性更强,尤其是主城九区政

府,对网络问政的响应率最高。具体来说,以主城九区政府为问政对象

的问政帖,获得政府回应的发生比为以部委办局为对象的帖子的9倍,

其他区县政府回应网络问政帖的发生比也比部委办局大约2倍。不同

政府部门之间对网络问政回应性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其所面对的议题

处理难度不同,也可能反映了不同部门之间了解并回应民众需求的能

力差异,当然也受到各政府部门涉及网络问政的工作总量与工作队伍

规模的影响。囿于地方性数据的限制,我们不能检验政府回应性如何

与一系列的地区人口、经济、政治等指标相关联,但这是关注全国性网

络问政平台的研究正逐步探索的话题(DistelhorstandHou,2017)。

当我们进一步控制问政议题和网民的发帖策略之后,表4的后续模型

显示,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回应性差异仍然稳健。后续的研究可以着

力讨论这些回应性差异的决定因素,以提出有关提高政府部门回应性

的有效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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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2)进一步控制了网民发帖问政所关注的议题。①我们以交通

议题为参照组,并且将那些无法进行有效分类,且不属于表3归纳的任

何议题的帖子都定义为“其他议题”。模型(2)显示不同议题所获得的

回应性差异并不十分明显,因为大部分议题的回归系数都比较小,且在

统计学意义上也并不显著。本文的这一发现,挑战了之前关于中国政

府选择性地回应公民诉求的研究结论。当然,不同社会群体诉诸网络

问政的需求应该具有系统性的差别,政府对于不同社会群体的问政行

为是否选择性回应,还需要进一步搜集问政主体层面的数据来进一步

讨论。模型(2)的结果也显示,相比于涉及交通问题的问政帖,有关教

育的问政帖获得政府回应的可能性更高,其发生比约高出21%。另

外,有关就业、企业事务和贪污腐败的议题获得回应的可能性显著低于

有关交通的问政帖,其回应发生比分别比交通议题少24%,34%和

33%。对于那些不易进行归类的有关其他议题的问政帖,政府的回应

性也相对较低,其回应发生比较之交通议题少25%。

当我们在模型(3)和模型(4)中进一步控制发帖人的问政策略时,

相关议题的回归系数无论是在大小还是在统计显著性上,都不呈现明

显的变化,这说明模型(2)的结论是比较稳健的。有关教育问题的诉求

更易获得回应,这可能是由于教育相关的政策和规定都相对清晰,政府

部门从而可以更容易地给予明确回复。而政府部门对于有关就业和企

业事务的问政帖回复率较低,可能是由于这类议题的个体化程度比较

高,不同案例的具体情况有较大差别,政府部门较难给予比较统一的政

策性回复。而有关贪腐的问政帖较难得到及时反馈,这也比较容易理

解———对于公众有关贪腐问题的投诉举报,政府部门需要经过严谨的

取证验证程序才能给予公正准确的回复。除了这些回归系数呈统计显

著的议题之外,其他议题得到政府回应的发生比几乎没有显著差别。

有关政府选择性回应公民诉求的结论,似乎还需更多的实证论证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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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商榷。

模型(3)在控制问政对象和问政议题的基础上,考察问政帖的文本

长度与被关注度对于其获得回应的影响。虽然我们在之前的实证分析

中发现帖子长度与点击量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但它们对于政府回应

性的影响却恰恰相反。模型(3)的结果显示,当问政帖的文本增加

1000个字时,其获得政府回应的发生比将降低25%。因为在我们的

样本中,问政帖的平均文本长度为大约210字,因而模型(3)的结果说

明,虽然文本长度对于政府回应性的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但其影

响规模却比较小。与之相反,获平台访客点击量越高的问政帖则越容

易得到政府回应,当访客点击量增加100次,则帖子获得政府回应的发

生比会增加1%。由于问政帖点击量的样本平均数约为1100,模型

(3)的结果说明,当访客点击量平均增长10%时,政府回应的发生比会

降低大约1%。可见公众关注度对于政府回应性的影响不仅在统计学

意义上显著,在经济学意义上影响效应也较可观。总体来看,在问政对

象和问政议题一致的情况下,那些用较为简短的文本即能获得大量点

击的问政帖,最容易获得政府部门的有效回复。文本简短可能说明发

帖人的诉求明确,且涉及的问题较为简单明了;点击量大,则说明发帖

人的诉求容易引起公众关注,可能涉及重要的民生问题,两者都能提高

政府的回应性。

在模型(3)的基础上,模型(4)进一步控制发帖人的问政策略,考察

帖子涉及议题的数量以及其利益出发点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结果显

示,相比于有关单一议题的问政帖,那些涉及多重议题的问政帖更容易

得到回复。并且,发帖人在问政帖中诉诸集体利益的视角,有助于提高

政府对帖子的回应性。模型(4)的结果说明,政府部门更倾向于优先回

复那些影响到市民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且与多数市民生活息息相关

的重要民生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有关“问政策略”的相关发现,应

当作为一种描述性结论来理解。我们的数据显示政府倾向于回应那些

文本简短但却能引起关注,涉及多重议题并且诉诸集体利益的问政帖。

然而在现实中,公民的问政需求可能是特定的,公民是否能够实践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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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政策略”,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现实诉求及其在网络上的个体表达

和动员能力。换言之,即使存在一种获取政府回应的理想策略,个体在

多大程度上能够了解并实践这种策略,将构成网络时代民意表达的另

一层不平等问题。

除了考察政府部门是否回应公民诉求,我们还进一步将研究样本

限制为得到回应的问政帖,以考察政府部门对公民诉求的响应时间。

对于4818条得到回应的问政帖子,问政人平均需要等待7.5个自然日

才会得到政府部门的回应。政府回应所需的天数呈非常明显的偏态分

布,在最终得到回应的问政帖子中,90%的等待回复时间都在半个月以

内。但另外10%的帖子得到回应的时长差异则非常大,最多可达约

5个月。为了排除这一偏态分布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我们对政府响应

时间取对数,再以一般线性回归重复表4中的模型,以考察问政对象、

问政议题和问政策略对于政府响应时间的影响。回归结果报告见

表5。

表5 预测政府回应时间的一般线性回归模型

因变量:政府回应时间(取对数)

(1) (2) (3) (4)

对象(部委办局)

主城九区
0.284*** 0.283*** 0.273*** 0.277***

(0.066) (0.067) (0.068) (0.068)

其他区县
0.237*** 0.242*** 0.228*** 0.234***

(0.068) (0.069) (0.070) (0.070)

议题(交通)

市政建设
0.068 0.072 0.054

(0.057) (0.057) (0.058)

社会治安
0.054 0.051 0.035

(0.061) (0.061) (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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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政府回应时间(取对数)

(1) (2) (3) (4)

教育
-0.055 -0.059 -0.082
(0.058) (0.058) (0.061)

就业
-0.069 -0.099 -0.126*

(0.064) (0.064) (0.069)

企业事务
0.056 0.034 0.017
(0.067) (0.067) (0.069)

拆迁征地
-0.042 -0.059 -0.082
(0.072) (0.072) (0.076)

医疗卫生
-0.019 -0.055 -0.086
(0.079) (0.079) (0.084)

环境保护
0.070 0.059 0.030
(0.080) (0.080) (0.082)

农村农业
0.080 0.040 0.007
(0.112) (0.112) (0.115)

贪污腐败
0.169 0.094 0.063
(0.126) (0.127) (0.129)

文化娱乐
0.130 0.076 0.038
(0.116) (0.116) (0.119)

其他议题
-0.113* -0.108 -0.108
(0.067) (0.067) (0.069)

文本长度(百字) 0.020*** 0.018***

(0.005) (0.005)

被关注度(百次) -0.000 0.000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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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政府回应时间(取对数)

(1) (2) (3) (4)

单一议题
-0.059
(0.038)

集体利益
0.002
(0.035)

确定系数 0.004 0.008 0.011 0.011

样本量 4818 4818 4818 4818

  ***p<0.01,**p<0.05,*p<0.1;模型中包含常数项

我们的研究发现,相比于部委办局,主城区和区县政府的网络问政

回应概率虽然更高,但是其回复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根据模型(1)的

结果,主城九区对网络问政的响应时间要比部委办局多约33%(e0.284-1),

区县政府的响应时间则比部委办局多约27%(e0.237-1)。主城九区与

区县政府在响应时间上的差异则并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p=

0.143)。这一结果在不同的模型设定之间保持稳定。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发现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在回应概率以及响应时间上的差异,仅

仅只能作为一个描述性结果进行参考。在没有使用全国性的数据,控

制一系列的地方宏观人口结构和经济政治指标进行数据分析之前,对

于不同政府部门行为逻辑的推论应该保持充分谨慎。

不同议题得到政府回应所需的时间差异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

模型(4)显示政府回应就业相关问政帖会花费更长的时间,但这一结果

在不同模型设定之间并不稳健,且在模型(4)中也仅仅是边际显著的。

真正影响政府回应效率的可能是帖子的长度,模型(3)和(4)显示,当帖

子长度增加一百字,则政府回应的时间会延长2%左右(exp0.02-1),这

一效应虽然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但是其“经济意义”上则很难说是显著

的———长帖虽然会延迟政府回应的时间,但这一影响效应比较微小。

除此之外,实证分析并未发现帖子点击量、涉及议题数量,以及利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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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点对政府响应效率的显著性影响。总体来看,网络问政主体的问政

策略,似乎比较明显地影响了政府部门回应与否的决定,而政府部门一

旦回应,这类问政策略对于其响应效率则并不产生重要影响。

六、研 究 结 论

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接收并理解群众的诉求,有效地与群众

充分沟通,并作出及时回应。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子政务的飞速发

展,网络问政平台为政府与群众的互动提供了一个高效公开的平台。

基于从华龙网重庆网络问政平台所爬取的8928条帖子及其政府回应

数据,本文试图描述重庆市民网络问政的一般特征,并初步考察政府回

应性的决定因素。

我们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以下发现:首先,一般市民因为难以

判断其诉求议题涉及的政府部门,因而偏好直接向区县政府领导问政。

其次,公民问政的频率与其社会生活的复杂程度正向相关,在经济发

达、城市化率较高,以及经济极其落后,社会福利分配矛盾较为尖锐的

地方,民众会有更多的诉求需要政府予以回应解决。第三,公民在地方

性问政平台上集中关注的议题与全国性问政平台有较大差异,主要以

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等诉求为主,政治性诉求不占主流。

政府与公众在地方问政平台上的互动依然属于群众投诉而后政府解决

的模式,公民并不倾向于选择地方性平台进行参政议政。第四,总体来

看,重庆市政府对公民网络问政的回应性较高,其问政平台诉求帖的答

复率高于全国性问政平台及市长信箱,也高于既有文献所报告的许多

发达国家的政府回应率数据。

在此基础上,使用多变量逻辑斯蒂回归模型进一步探讨政府回应

性的决定因素。从问政对象角度看,越是基层的政府部门,其对民众诉

求的回应性越高。这可能说明,基层政府更为贴近群众日常生活,更为

了解民众具体诉求,因而更易于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方案。此外,与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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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不相一致,本文的实证分析说明政府在回应网民诉

求时,在不同的议题之间并不具有强烈的选择性。换言之,市民关心的

各项议题都能很好地被传达至政府部门,并得到积极响应。

我们的实证研究还初步展现了公民在网络空间进行诉求表达的有

效策略。在问政对象和问政议题都一致的情况下,那些用简短文本即

能获得大量点击的问政帖最容易获得政府部门的有效回复。同时,涉

及多重议题且诉诸集体利益的问政帖,其政府答复率也相对较高。一

方面,政府部门更倾向于优先回复那些多维度影响市民社会生活的重

要民生问题;另一方面,公民自身对相关政策的认识与理解越丰富,则

其诉求越清晰,也越容易得到政府部门的回应。可见要提升政民互动,

不仅要在技术上实现突破,也要加强公民的政治意识教育,让群众关注

政策、理解政策。同时,政府公职人员也应该提升服务理念,尤其是加

强与面临政治参与困难的民众的互动,从而与公民协作实现更好的社

会治理。

参考文献

陈广胜:《以“互联网+”撬动政府治理现代化———以浙江政务服务网为

例》,《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11期。

黄宗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经验和制度保证》,《中国高校社会科

学》2014年第2期。

孟天广、李锋:《网络空间的政治互动:公民诉求与政府回应性———基于全

国性网络问政平台的大数据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

第3期。

张华、仝志辉、刘俊卿:《“选择性回应”:网络条件下的政策参与———基于

留言版型网络问政的个案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13年第3期。

Adams,J.,&Ezrow,L.(2009).WhoDoEuropeanPartiesRepresent?

How WesternEuropeanPartiesRepresentthePolicyPreferencesofOpinion

Leaders.TheJournalofPolitics,71(1),206—223.

Alesina,A.F.,&Tabellini,G.(2008).BureaucratsorPoliticians?Part

II:MultiplePolicyTasks.JournalofPublicEconomics,92(3),426—447.

59



■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第二十七辑

Bartels,L.M.(2008).UnequalDemocracy:ThePoliticalEconomyofthe

NewGildedAg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Beer,C.,&Mitchell,N.(2004).DemocracyandHumanRightsinThe

MexicanStates:ElectionsorSocialCapital?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

48(2),293—312.

Bernauer,Julian&Giger,Nathalie&Rosset,Jan.(2015).Mindthegap:

DoProportionalElectoralSystemsFostera MoreEqualRepresentationof

Womenand Men,Poorand Rich? InternationalPoliticalScienceReview,

36(1),78—98.

Besley,T.K.,&Burgess,R.(2001).PoliticalAgency,GovernmentRe-

sponsivenessandtheRoleoftheMedia.EuropeanEconomicReview,45(4),

629—640.

Besley,T.J.,&Burgess,R.(2001).ThePoliticalEconomyofgovern-

mentResponsiveness:TheoryandEvidencefromIndia.QuarterlyJournalof

Economics,117(4).

Best,S.J.&Krueger,B.S.(2005).AnalyzingtheRepresentativenessof

InternetPoliticalParticipation,EuropeanEconomicReview,45(4),629—

640. 

Broockman,D.E.(2013).BlackPoliticiansAreMoreIntrinsicallyMoti-

vatedto Advance BlacksInterests:A Field Experiment Manipulating

PoliticalIncentives.Ame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57(3),521—536.

Dickson,B.J.(2016).TheDictatorsDilemma:TheChineseCommunist

PartysStrategyforSurvival.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utler,D.M.,Karpowitz,C.F.,&Pope,J.C.(2012).AFieldExperi-

mentonLegislatorsHomeStyles:ServiceversusPolicy.TheJournalofPoli-

tics,74(2),474—486.

Chadwick,A.(2006)InternetPolitics:States,Citizens,andNewCom-

municationTechnologies.Oxfordand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

Chen,X.S.(2012).SocialProtestandContentiousAuthoritarianismin

69



■ 公民问政策略与政府回应性

China.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Chen,J.,Pan,J.,&Xu,Y.(2016).SourcesofAuthoritarianRespon-

siveness:AFieldExperimentinChina.Ame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

60(2),383—400.

Cho,Y.(2002).From“RubberStamps”to“IronStamps”:TheEmer-

genceofChineseLocalPeoplesCongressesasSupervisoryPowerhouses.The

ChinaQuarterly,171,724—740.

Cleary,M.R.(2007).ElectoralCompetition,Participation,andGov-

ernmentResponsivenessin Mexico.Ame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

51(2),283—299.

Cornfield,M.(2004).NewandImproved.Campaign&Elections,25,

42. 

Dahl,R.A.(1971).Polyarchy;Participationand Opposition.New

Haven:YaleUniversityPress.

Diamond,L.(1999).DevelopingDemocracy: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andLondon: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

Distelhorst,G.,&Hou,Y.(2017).ConstituencyServiceunderNondem-

ocratic Rule:Evidence from China.TheJournalof Politics,79(3),

1024—1040.

Faguet,J.P.(2014).DecentralizationandGovernance.WorldDevelop-

ment,53(1),2—13.

Flavin,P.(2012).IncomeInequalityandPolicyRepresentationinthe

AmericanStates.AmericanPoliticsResearch,40(1),29—59.

Gilens,M.(2005).InequalityandDemocraticResponsiveness.Public

OpinionQuarterly,69(5),778—796.

Gilens,C.(2012).AffluenceandInfluence:EconomicInequalityand

PoliticalPowerinAmerica.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Gorokhovskaia,Y.(2016).TestingforSourcesofElectoralCompetition

underAuthoritarianism:An Analysisof Russias GubernatorialElections.

Post-SovietAffairs,1—14.

79



■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第二十七辑

Grimes,M.K.,&Esaiasson,P.(2014).GovernmentResponsiveness:A

Democratic Value with Negative Externalities? PoliticalResearch Quarterly,

67(4),758—768.

Heurlin,C.(2016),ResponsiveAuthoritarianisminChina.New York: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Hirschman,A.O.(1970).Exit,Voice,and Loyalty:Responsesto

DeclineinFirms,Organizations,andStates.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

Press.

Hobolt,S.B.,&Klitgaard,M.B.(2008).GovernmentResponsiveness

andPoliticalCompetitioninComparativePerspective.ComparativePolitical

Studies,41(3),309—337.

King,G.,Pan,J.,&Roberts,M.E.(2013).HowCensorshipInChina

AllowsGovernmentCriticism ButSilencesCollectiveExpression.American

PoliticalScienceReview,107(02),326—343.

Krueger,B.S.(2002).AssessingthePotentialofInternetPoliticalPar-

ticipationinTheUnitedStates:AResourceApproach.AmericanPoliticsRe-

search,30(5),476—498.

Kuklinski,J.H.,&Stanga,J.E.(1979).PoliticalParticipationand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The Behavior of California Superior

Courts.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73(4),1090—1099.

Lin,M.,Lucas,H.C.,&Shmueli,G.(2013),ResearchCommentary—

TooBigto Fail:LargeSamplesandthe P-Value Problem.Information

SystemsResearch,24(4),906—917.

Luehrmann,L.M.(2003).FacingCitizenComplaintsinChina,1951—

1996.AsianSurvey,43(5),845—866.

Malesky,E.,&Schuler,P.(2010).NoddingorNeedling:Analyzing

DelegateResponsivenessinAnAuthoritarianParliament.AmericanPolitical

ScienceReview,104(3),482—502.

Manion,M.(2008).WhenCommunistPartyCandidatesCanLose,Who

Wins? AssessingtheRoleofLocalPeoplesCongressesintheSelectionof

89



■ 公民问政策略与政府回应性

LeadersinChina.TheChinaQuarterly,195,607—630.

Mossberger,K.,Tolbert,C.J.,&Mcneal,R.S.(2008).DigitalCiti-

zenship:TheInternet,SocietyandParticipation.DigitalCitizenship:The

Internet,Society,andParticipation.

OBrien,K.J.(1990).ReformwithoutLiberalization:ChinasNational

PeoplesCongressandthePoliticsofInstitutionalChange.Cambridge:Cam-

bridgeUniversityPress.

Jacobs,L.R.,& Page,B.I.(2005).WhoInfluences U.S.Foreign

Policy?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99(1),107—123.

Powell,G.B.(2000).ElectionsasInstrumentsofDemocracy:Majoritar-

ianandProportionalVisions.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

Przeworski,A.,&Limongi,F.(1993).PoliticalRegimesandEconomic

Growth.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7(3),51—69.

Putnam,R.D.(1993).MakingDemocracy Work:CivicTraditionsin

ModernItal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Rosset,J.,Giger,N.,& Bernauer,J.(2013).More Money,Fewer

Problems?Cross-LevelEffectsofEconomicDeprivationonPoliticalRepre-

sentation.WesternEuropeanPolitics,36(4),817—835.

Selden,S.(1997).ThePromiseofRepresentativeBureaucracy:Diversity

andResponsivenessinaGovernmentAgency.Armonk:M.E.Sharpe.

Speer,J.(2012).ParticipatoryGovernanceReform:A GoodStrategy

forIncreasing GovernmentResponsivenessandImprovingPublicServices?

WorldDevelopment,40(12),2379—2398.

Steven,L.(2004).Deans NetEffectIsJusttheStart.Newsweek,

143,73.

Su,Z.,&Meng,T.(2016).SelectiveResponsiveness:OnlinePublicDe-

mandsandGovernmentResponsivenessinAuthoritarianChina.SocialScience

Research,59,52—67.

Thornton,P.(2011).RetrofittingtheSteelFrame:from Mobilizingthe

MassestoSurveyingthePublic.InE.J.Perry&S.Heilmann(Eds.).Harvard

99



■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第二十七辑

UniversityCouncilonAsianStudies.

Shapiro,R.Y.,Verba,S.,Schlozman,K.L.,& Brady,H.E.

(1995).VoiceandEquality:CivicVoluntarisminAmericanPolitics.Cam-

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

Wenfang,T.(2016).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andRegimeSustainability.OxfordandNewYork:OxfordUniversity

Press.

Wolf,G.(2004).WeaponsofMassMobilization.Wired,12(9),131—

137.http://www.wired.com/wired/archive/12.09/moveon.html.

Zhang,E.,&Fleming,K.(2005).ExaminationofCharacteristicsof

NewsMedia Under Censorship:A Content AnalysisofSelected Chinese

NewspapersSARS Coverage.AsianJournalofCommunication,15(3),

319—339.

Yongnian,Z.(2007).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TheInternet,

State,andSocietyin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

001


